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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潮都是贼”：论今文经学的草根性

发布日期：2006-10-09  作者：刘宗迪

【打印文章】

【导读】今文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声相训”，这一训诂方法实际上是源于民间话语的谐音或双关修辞，此种修辞尤其盛

行于宣泄民怨的政治歌谣中，对此，今天的人们尤其耳熟能详。它流露了今文经学与民间文化的渊源关系，今文经学的革命性由

此可见一斑。  

一 

       汉人训诂，好为声训，即以音同或音近的词相训，其前提是“同音必同义”的观念。班固《白虎通义》是汉代今文经学的集大

成之作，其中即多用声训。如其释十二地支之义云： 

  少阳见寅，寅者演也。……壮于卯，卯者茂也。……衰于辰，辰者震也。…… 

  其日甲乙，甲者，万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节欲出。……太阳见于巳，巳者物必起。…… 

  壮盛于午，午者物满长。……衰于未，未者味也。……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少阴见于申，申者身也。……壮

于酉，酉者老物收敛。衰于戍，戍者灭也。…… 

  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阴始成。……太阴见于亥，亥者仰也。……壮于子，子者孳也。……衰于丑，丑者纽也。……其日壬

癸，壬者阴始任，癸者揆度也。 

  ……土为中宫，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白虎通义。五行》） 

  汉人训诂，不乏此类，大抵以意附会，东拉西扯，生拼硬凑，有时几近于蛮不讲理。 

  读汉人文章或经注，每遇此等文字，心中未尝不纳闷：此种无中生有的废话，汉代的大人先生们竟然说得振振其辞，而且著之竹

帛，传诸后世。经典乃大义之所存，文章乃经国之大事，岂能如此戏言！历来的读书人不乏对此深恶痛绝者，也有试为之解者，但其解

释却多是敷衍了事：训诂学家谓汉代经师不通语源之学，故穿凿附会在所难免；哲学史家则谓汉代博士为学但求经世致用，故不惜曲学

阿世巧为比附。是说也，等于不说。 

  一日偶读及民间趋吉避凶之俗，见其事多涉谐音双关修辞法，因忽有所悟：汉人注经声训之法的文化渊源，莫非在此？ 

  中国百姓每逢年节喜事，说话行事，讲究良多，而尤重吉利口彩。农家过年，喜张贴有鱼的年画，因“鱼”与“余”谐音。鱼与莲

花同绘，表示“连（莲）年有余”；鱼与鸡同画，象征“吉（鸡）庆有余”；池塘中金鱼成群的画面，则寓意“金玉（金鱼）满堂

（塘）”。时下的生意人对含有数字“8”的电话号码和汽车牌号趋之若骛，无非是因为“8”与“发（财）”谐音。诸如此类，不胜枚

举。 

  喜事讲究口彩，凶险之事则力避口误。终日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的船家此类忌讳尤多，川剧《秋江》就有一个现成的绝妙好例： 

  艄公：姑姑你贵姓？ 

  妙常：我姓陈。 



  艄公：咳咳……说不得！ 

  妙常：我当真姓陈。 

  艄公：我们青龙背上就忌讳这个。 

  陈妙常入乡不问俗，犯了船上的忌讳。若用汉儒注经的口吻对此段戏文加以注解，则必谓：“陈者，沉也，船夫讳之。”两件原本

不相干的事（姓陈和沉船），通过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字眼（陈和沉），就因为发音相同，硬给扯到了一块，甚至建立起了因果关系。汉

儒肯定比《秋江》的船夫学问大，但其言灾异，正是循的与老艄公一样不讲理的“道理”。且看他们怎么说： 

  1、严公（鲁庄公）十七年冬，多麋。……刘向以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为言迷也。盖牝兽之淫者也。是时严公将取齐之淫

女，其象先见。天若戒曰：勿娶齐女，淫而迷国。 

  2、（汉）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 

  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

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以上所引俱出《汉书。五行志》。第一条中“麋”与“迷”谐音，第二条中“梓”与“子”谐音，并因此成为王莽篡汉称帝的根

据。 

  汉代经学声训之法与民间修辞习俗的不谋而合，足以暗示，要参透汉代声训以及经学的奥秘，不能仅仅在语言学或哲学之中逗圈

子。风物宜应放眼量，声训之所以在汉代盛行一时，或许并非是经师博士们的蓄意捏造，而是有其广袤深厚的文化渊源，源于民间口头

语言所特有的谐音双关修辞法。 

二 

  村夫野老，质率朴陋，不谙文字，难识书契，其表情达意主要是用口头语言，而非文字。 

  口头语言是以音表义，有是音即有是义，音同则义同，即使是本来并不同义的同音词，由于在口耳之间无从辨别，因而也可能被认

为同义词。这本是口头语言的一种缺陷，但却被民众智慧加以积极的运用，利用语词的谐音关系创造了各种诙谐有趣的民间口头文体，

谐音双关修辞法因此而生。 

  此种修辞法在民间歌谣如南朝乐府、竹枝词中最为流行，因歌谣尤重口头表达和声音的和谐，最有名的自然要数刘禹锡的名句“东

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了。 

  谐音双关修辞虽然最重于歌谣却并不限于歌谣，它广泛流行于民间谚语、谜语、吉祥口彩、曲艺、绕口令，乃至于诨话、荤话、骂

人话中，且又何止口头语言，举凡民间美术、器物、吉祥物、巫术、仪式等也无不与之密不可分。 

  重音不重文，以耳不以目，循音律而非文法以组织话语，这是民间语言最基本的特点，并成为民间思维、民间知识、民间信仰的逻

辑基础之一。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不谙此理。 

  中国人习惯上称知识分子为“文人”，盖因其知书能文，表情达意，以文字（即所谓书面语言）为主。因此对他而言，文字就是意

义的渊府，只有被文字记载的，才是有必要了解的，才是有意义的，因而，对于他才是存在的。文字以及文献，圈定了文人的视野，构

筑了文人的世界，文献（而且是正统文献）之外的世界则完全落于他的视野之外。对民间世界的一片天籁或众声喧哗，他充耳不闻，对

民间世界的杂花生树或纷纷红尘，他视而不见，民间世界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由文字──这些文明的碎片──构筑的世界，是一个

先由巫史奠基、再由圣贤巩固、最后由历代儒生经师修缮润饰的世界，而文人心目中的历史，无非是搬演于这一世界中的历史，说穿

了，就是高章典册、经史子籍所叙述的历史，民间大地的风雨沧桑对他只是烟云过眼风过耳。 

  于是，在垄断了历史记忆力和叙述权的文人笔下，思想史就是几位智者的苦心孤旨，而文化史也就仅仅是精英们的自编自演，世界

成了英雄们单打独斗的舞台，草民百姓，只有挤在台下傻呆呆地看热闹、瞎起哄和顺便受教育的份儿，占一个民族人口绝大多数的民

众，竟成了在历史边缘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 



  民众当然不是在历史之外游荡的幽灵，他们一直就有自己的历史和“历史学”，那当然不是煌煌《二十五史》，而是历来不入正典

的野史稗乘，草民百姓是从勾栏戏台上的粉墨春秋和说唱话本的绘声绘色中体认历史。历史既然从来就是一种“效果历史”，民众既然

主要是从戏剧中体会历史，因此，民众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戏剧效果历史”，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就像唱戏一样热闹（有点

像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这正是“尧舜生，汤武末，桓文静丑，古今来多少角色；日月灯，江海油，风雷笛鼓，天地间一大戏

场。”（郑燮书戏联）。 

  这种历史乍看荒唐，肯定不入正人君子法眼，但殊不知，在历史长河中展开的历史原本与人们心中对历史的理解分不开，历史的观

众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如何参与历史、造成历史。谁又敢说，把

戏当历史看的人们不会把历史当戏演呢？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就揭示了中国华北的民间戏剧以及降神赛会对

义和拳的深刻影响，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浓厚的戏剧因素。更何况这些看戏演戏的人物可能有朝一日登上金銮殿，成为历史的

“主角”，如刘邦，如朱元璋，“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此之谓也。 

三 

  从民间文化的眼光出发，再回过头来看本文开头指出的汉代经学声训法与民间谐音双关修辞之间的相似性，也就不能认为它仅仅是

巧合了。 

  声训主要流行于汉代今文经学。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序》中指出：“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

义皆定。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

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虚，实亦儒门之奥键。”今文经学与刘歆所倡导的古

文经学的区别之一，在于古文经学的经说一开始就立于文字，而今文经学的经说则是凭经师的口头传承，这一点正是刘歆攻击今文经学

的主要借口，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刘歆传》）。 

  口传之学无法目研而全凭耳治，耳治故以音取义，有其音则有其义，音同则被视为义同，此与民间修辞同出一辙。今文经学的经师

原本就是因为秦始皇灭学而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后得朝廷的征召才入为太常博士，故其修辞方式必受民间语言的浸染，声训法的渊源

正当由此追溯。 

  谐音双关修辞之于民间话语，故其宜也，但纯以此法解释经典而为声训，则非其宜。刘师培云：“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即

义，声音训诂，同出一源。”此说用于原始语言和民间语言则是，用于因引申、假借、讹变而歧义纷出的语言和重视以形表义的书面语

言则非。 

  经典话语与民间话语属于两个有着不同的语言传统和修辞法则的话语系统，故以源于民间的语言惯例解释经典，必有捍格不入之

处，于是，强辞夺理、牵强附会也就在所难免。反之，《诗经》中的大多数诗篇原本是民间歌谣，属民间话语系统，重声音的关系，但

汉儒不明乎此，径以解经之法解诗，弃声学而专以文字训诂之学，对本无事类、义理关联的“兴”句，亦以为有大义存焉，因而刻意经

营，深文罗织，致使天籁之歌唱顿成老生之常谈。民间语言法则不可用于解经，经典语言法则亦不可用于读诗，谚曰：“到什么山唱什

么歌”，此理亦可用于读书。 

  如果我们注意到今文经学与谶纬的关系以及谶纬与民间谣谚的关系，则今文经学与民间修辞的渊源就更得以落实。 

  开头所引《白虎通义》几乎是下面这段文字的翻版： 

  夫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兴运于寅，施化于卯，成纪于辰，威震于己，德王于午。故子者孳也，自是渐孳生也；丑者纽也，万

物之生已定纽也；寅者演也，物演渐大，少阳之气也；卯者茂也，物茂渐成也；……壬者任也，至精之专；癸者揆也，谓可度其将生之

理也。（《诗纬推度灾》） 

  谶纬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前贤今哲已多有论及，其立论多从其思想内容（如阴阳五行、天地感应、方术灾异等）出发，无需重复。但

从其话语和修辞形式上揭示其渊源关系或许更会令人信服。 

  纬书中多见三言、五言和七言的韵文，有些就是所谓“谶谣”，即流传于民间或由文人模仿民间歌谣的韵律造作的具有政治批判意

味的歌谣，不少叙述性的文字也采取此种韵文的形式。略举几例如下： 



  王良策马狼弧长，咄咀害，血将将。（《尚书考灵曜》） 

  东南纷纷注精起，昌光出轸已图之。 

  舜受命，萱荚孳；桀无道，夏出霸；贼类出，高将下；贼起蜚，卯生虎。（《尚书帝命验》） 

  候及东，次气发，鸡三号，冰始泮，卒于丑，以成岁。（《诗经泛历枢》） 

  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卒崩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大。（《诗经推度灾》） 

  三、五、七言是典型的民间口头语体，而古代书面文体主要是四言，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时即使用三言句式已足以尽意，在书面语中也往往被改写为四言句，如《尚书璇玑钤》“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

口，分九洲。”郑玄注为：“人皇九头，兄弟九人，相象以别，分长天下，为九区号曰九州。”与原文意义无别，而皆以四言句更原文

的三言句。书面语追求工丽匀整的视界美，故重两两对称的四言句，而口头语追求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故重吐气从容的三音节，三音节

与两音节交织即为五言或七言。见于史志记载的汉代谶谣（所谓“诗妖”或“讹言”），也大多是三、五、七言。如《汉书。五行志》

记载的三首西汉童谣，皆为是体： 

  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元帝时童谣） 

  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琅。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成帝时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成帝时童谣） 

  实际上，早在秦汉之际，陈胜起事所炮制的谶言就是三言： 

  （陈胜）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构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汉书。陈胜传》） 

  而谶谣中常用的修辞方法之一，就是谐音双关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灭秦者，胡也”当是见于记载之最早者，其流风遗

韵在后世屡见不鲜。如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戊集》所载宋时卖浆者道： 

  冷的吃一盏，冷的吃一盏。（冷者寒也，韩也，指权相韩胄；盏者斩也。） 

  又有卖乌贼画者所吟： 

  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潮”者朝也，贼者国贼也。） 

  实际上我们完全不必引经据典，诸如此类的政治歌谣在阡陌市井一直不绝如缕、暗暗流传，身置末世的国人对此类歌谣更是耳熟能

详。谶谣，是身置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表达其政治义愤的独特方式，也是无可奈何的方式。中国历史上，每到末世，政治腐败，民怨

沸腾，即有谶谣行世。 

  总之，汉代今文经学的声训法与民间修辞的双关法不仅在形式上如出一辙，而且在渊源上一脉相承。历来治汉学者，专从其阴阳五

行、天人感应、托古改制、瑞应灾异等内容方面着眼，殊不知，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之所以在汉人说来听来都言从字顺、顺理成

章，正是得力于“微言大义”的双关之法为世所喜闻乐见。 

  民间的微言戏语，到了文人手中，竟被磨练成了阐发治平大义的利器。而汉代今文经学的革命性或许正源自其民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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